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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結構現實主義」觀點論析中共在中亞地區的安全觀
陸軍上校 胡敏遠
提要

一、中國大陸西部地區與中亞地區相互毗連，而西部新疆地區的各種安全問題正對中共綜合國力的發展及國家安全帶有莫大的聯動關係。

二、中共近年來一再標榜「新安全觀」的外交政策，究其實情乃「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的延伸與發展，然其真正的安全內涵又是綜合「新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於其中的安全策略。
三、結構現實主義是運用國際體系和權力的分配架構，將古典現實主義理論的國家、權力和利益的概念納入其中，並藉國際權力分配的型態，作為分析國家對外行為的基礎。
四、中共新安全觀中的結構現實主義概念包括：第一、綜合結構現實主義中體系、權力並賦予合作性安全的綜合概念；第二、新安全觀是中共「五點和平原則」的延續政策。

五、「上海合作組織」是中共新安全觀具體實踐與檢驗的場所，中共更不斷標榜其新安全觀在上海合作組織實踐成功的經驗，其著眼點即是推展中共在國際舞台上的大國地位。

六、中共在中亞地區的外交政策將朝下列方向發展：第一、加強與俄羅斯的合作關係以獲取與美國對抗的籌碼；第二、強化大國地位使其成為中亞區域的盟主；第三、昇化中亞區域組織力量以保護中共西部地區經濟與安全的利益。
關鍵詞：結構現實主義、新安全觀、上海合作組織、中亞地區
前言

2005年7月5日中共與俄羅斯、中亞各國在「上海合作組織第五屆會議」上達成經濟協定並簽定多項協議。會議當中，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發表宣言聲稱：「上海合作組織旨在同『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和『分離主義』三大問題做鬥爭，中亞地區具有展開經濟與貿易合作的巨大力量」。此外，胡錦濤還宣布中國將在中哈兩國之間建造輸出天然氣管線的計畫
。此次會議對中共而言其最大成果，在於穩定中國在中亞國際政治上的地位，進而達成其安定西部安全的重要意涵。此一關係的強化，更會牽動中共在整個亞太地區的外交政策。因為，中共在亞太地區最大的競爭對手，莫過於美國及其與美國結盟的國家，一旦中共加強對某一地區（或國家）的外交政策，都可能牽引著美、中兩國之間的權力競爭。因此，探討中共在中亞地區的安全觀，必須將中共的外交政策與體整國際情勢合併來談，才能獲得一個完整的圖廓。

事實上，中國大陸西部地區的各種安全問題正對中共綜合國力發展及國家安全有著莫大的聯動關係。中共近年來一再標榜「新安全觀」的外交政策，其中又以在「上海合作組織」中共所扮演的角色，並有效的推展他的新安全觀。然而中共的新安全觀究其實情乃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的延伸與發展，然其真正的安全內涵與結構現實主義又有何關聯，乃本文所欲探討的重要課題。因此，本文的問題研究方向包括：探討「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的回顧；其次、新安全觀與結構現實主義的安全概念是否能成為為中共在中亞地區安全政策的主要因素；最後、中共與中亞國家之間的緊密關係與美國在此地區的利益是否有衝突。期能對中共在此地區的安全主張有一番新的認識，並希望達到理論與現實能相互結合的目標。 

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的回顧(本段內容已依複審審查意見修定刪減及簡化言詞約700餘字)
結構現實主義理論在第三次國際關係理論的大辯論中脫穎而出。然而，結構現實主義究其實情僅是前次論戰出的產物
，因為第二次論戰的議題，是涉及到國際關係研究方法上的爭議。由於傳統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方法，多是以歷史、哲學或法學的研究途徑為主，而新一學派的研究途徑則接受行為主義的科學觀點，以較嚴謹的科學方法如統計、比較、模擬…等方式，以建構出新的國際關係理論。第三次的辯論在議題上，又較前次論戰更為廣闊，其主要的議題則是以有關國際關係研本體(itself)為主，即是探究國際關係「知識」的理論
。事實上，任何一種新理論的創新與發明，是很難將原先的理論完全丟棄，結構現實主義的理論也即是主張將傳統現實主義學派和科學行為主義學派在方法論上的相互運用，取長補短以融合為一科學性的現實主義。由於他具有延伸和演進前次論戰的特性，其理論的特徵與假設，仍與傳統現實主義有若干的關聯性。故學界通常將現實主義區分為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與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兩大學派
。
(一)古典現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的概述與假設

古典現實主義的假設有三：第一、國家中心：國際事務的研究是以國家為主要單位，其他的單位如個人、團體或國際組織都僅能視之次位
；第二、理性決擇：國家在從事國際間互動行為時，都會以國家利益作為考量標準，因此他會審慎地評估各種選擇的成本，以追求最大的利益；第三、權力至上：國家以追求權力最大化為目標，因為國際社會的本質是屬無政府狀態，因此國家必須依自助方式維護其利益
。古典現實主義大師漢斯．摩根索(Hams Morganthau)依據上述的假設，提出古典現實主義的六原則：1.國際政治是由根基於人性的客觀法則所主導；2.國際政治的主要考量以權力界定利益；3.以權力界定利益是普遍有效的客觀範疇；4.道德原則的定因時空而有不同，而且運用在個人與國家時也會有差異；5.特定國家的道德渴望(aspirations)並不是管轄宇宙的道德法則；6.國際政治是自身分析的自主領域
。從古典現實主義的基本論述可以得知，它是從人性的「利己」觀點出發，強調世界的競爭性及國際社會無秩序狀態，各國利益無法調和的本質現象，所以國際關係的研究只能以「權力」和「利益」的追求為軸心，而一切「利他」與「道德」觀念，都會使國家遭受最大損害。

結構現實主義的主要特徵，在假設上他與現實主義相同，承認國際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以及國際關係仍是以國家為中心的現實。強調國際關係的秩序和限制，並重視全球系統的合作，和經濟功能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用。此一思潮實始於華爾志(Kenneth Waltz)於1979年出版的《國際政治理論》一書，該書也首次提出了結構主義的理論，為結構現實主義學派開創先河。華爾志的結構現實主義是運用國際體系和權力的分配架構，將古典現實主義理論的國家、權力和利益的概念納入其中，並藉國際權力分配的型態，作為分析國家對外行為的基礎。結構現實主義雖然也同樣重視權力，但是它強調權力的工具性，藉此達到國家安全的目標。國際體系的基要素實包括系統的基本單位與系統本身的結構
。
(二)華爾志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的開展

華爾志對國際體系結構的研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體系結構理論：華氏認為一個體系包括兩個變量，其一是結構，其二是單位
。國際體系的結構指諸多國家行為體以自身力量的權力決定在體系中的排列。而在國際體系中，結構是由每個單元（國家）所組成，在形式上每個國家都具主權平等的權力，也不需要服從其他國家的安排，整個國際體系呈現出分散和無政府的狀態，而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結構是根據單元之間能力的分配來界定的。能力分配則屬於權力的分配形式，權力分配的變化則會直接導致體系結構的變化。簡言之，國際體系中權力分配決定了國際體系的結構，而各部的排列組合產生了結構，排列的變化會導致結構的變化
。事實上，國際體系中權力分配才是真正決定國際結構的重要變項，不同的國際權力分配型態產生不同的國際結構，而不同的國際結構和國家所處的地位，會決定國家對外行為。

(2)體系結構的要素：體系結構構成的三個要素：第一、國際體系是無政府而非等級的；第二、國際體系是由功能相同的國家行為互動體構成的；第三、國際體系的變化是由體系內力量分布不同引起的
。華氏認為前兩項要素是不變的，而第三項要素則是處在變化狀態之中，因為在無政府的國際狀態中，國家不論大小，不論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國家，他們所考量國家的功能結構都是一樣的。所以體系結構並非是一個靜態的結構，而是一個動態的，結構可以改變行為體的行為，並且可以改變行為體間的互動結果。
 (3)權力與安全觀：古典現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最顯著的不同，在於他們對權力與安全的界定不同。古典現實主義將國家追求權力視為國際社會成員欲追求的目的，摩根索甚至提出權力等於利益，權力更是等於目的
。華爾志則認為國家最終目的是要藉權力而獲得安全，權力僅是實安全目的的一種手段。華氏提出了不同於傳統現實主義的權力觀，他賦予權力新的概念和功能。他認為權力在體系中大小排列形成結構，其變化引起結構的變化，權力在國家間的分配及分配的變化有助於結構的形成和對結構的變化
。
(4)均勢理論：華氏認為均勢理論是結構現實主義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而權力僅是一種手段，不是目的。國家不是謀求權力最大化，而是尋求權力的平衡分配。而均勢理論究其實質意義則是大國間實力平衡的分配。華氏甚至認為兩極體系下的權力分配，是最有助於國際體系的平衡與穩定
。
(三)華爾志結構現實主義的價值

古典與結構現實主義最大的不同，在於古典現實主義是從國家和人性層次探討國際權力運作，但卻未對國際體系的層次予以說明；其次，古典現實主義並未討論國際體系權力分權分配的問題，但卻強調國際社會權力平衡運作。學者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則認為古典現實主義與華氏結構現實主義的差異有三點不同：第一、古典現實主義著眼於國家，強調世界處於無政府狀態，結構現實主義著眼於體系，認為世界包含著國際政治經濟的相互依存關係；第二、古典現實主義著重研究國家利益和國家權力；結構現實主義則著重研究全球國家間的權力分配，主張結構分析；第三、古典現實主義強調國家衝突，淡化國際合作的可能性，忽視國際機構促進合作的使用；結構現實主義則主張國際衝突與國際合作的結合，強調國際合作的可能性，重視國際機制促進合作的作用
。華氏的結構現實主義理論，不論是在冷戰期間，甚至到了冷戰結束以後的期間，都一直為研究國際關係學者所喜用的理論。
中共在中亞地區安全問題研析

一、中亞地緣戰略概述
中亞地區位於歐亞大陸的中心地帶，自古以來不僅是連接歐亞大陸和中東地帶的要衝，還是大國勢力東進西出、南來北往的必經之地
。古代的中亞，因處於世界的幾個文明中心，包括：中國的黃河領域、西亞的兩河流域、南亞的中共河流域、愛琴海區域等相連，是人類文明的搖籃之一
。這些文明中心在向四周傳播自己的文明成果時，運輸路線與交通中心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亞恰好處在東西交通和商路必經之地，獨特的地理位置使中亞成為傳播文明、宗教的十字路，也成為「絲綢之路」的中樞
。另外，處在中亞四周的鄰國：俄羅斯、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中共及中國，為了在此區域獲得政治影響力及攫取經濟利益，無形中使中亞地區成為鄰國爭奪利益的戰場
。冷戰後，美國亦藉「維護區域和平」的理由，將美國與歐洲勢力引入此區，更將中亞地區變為冷戰後世界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的重要位置。事實上，著名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即指出：「中亞是歷史上的地理樞紐，過去是而且永遠是全球最重要的地區。因而誰控制中亞，誰就能控制歐亞大陸，誰控制歐亞大陸，誰就能控制全世界」
。

目前，中亞的地緣戰略地位在國際舞台上所以被重視，其中另一項重要原因即是中亞地區擁有豐富的資源。能源開發所帶來巨大的潛力，也決定中亞在目前和未來的國際政治和經濟格局中的重要性。當然，對於周邊地區的各大國而言，控制中亞就等於控制商路和此地的財富，不僅可獲得貿易上的便利，而且在能源供應上也能得到更大的利益。相對地，豐富的資源是中亞各產油國捍衛其優勢的資本，亦是在大國爭奪當中平衡各種影響、維護政治、經濟、主權的工具，但也是引起地區內矛盾和動盪的根源之一。眾所皆知，資源開發和爭奪，本身就與地理、國際政治等因素關係緊密。中亞的資源，特別是石油、天然氣等戰略資源的巨大潛力，決定了中亞要在國際能源競爭下，居於一個中心位置。反過來說，在地區的國際格局以及各國的地緣政治戰略中，中亞的資源勢必成為另一個焦點
。因此有學者認為：在與油氣資源相關的地緣政治版圖中，中亞位於「心臟地帶」，誰控制了中亞的油氣資源，誰就能在全球戰略格局中爭得主動
。總體而言，本世紀的中亞能源支配權爭奪戰，確實己經涵蓋歐、美、亞三洲的強權競爭，能源問題成為後冷戰時代國際政治版圖重劃的關鍵。而與過去不同的，中亞地區的能源支配戰可能具有改變美、俄、「中」三強未來在世界強權的國際地位之爭。

二、中國大陸與中亞國家的安全問題析論（本段已依評審者意見精簡４００餘字）
中國大陸西部地區與中亞地區相互毗連，而中國大陸西部地區的各種安全問題正對中共綜合國力發展及國家安全有著莫大的聯動關係。本文因受篇幅限制，僅從政治、經濟與「民族自決」等三個領域探討中共在中亞地區的安全觀。

(一)政治安全問題
在蘇聯解體前，中共與前蘇聯一直存有邊界領土糾紛，雙方也曾因領土爭執而發生過不少次武裝衝突。蘇聯解體獨立國協成立以來，邊界安全問題仍為各方最感焦慮的問題，而中共也正想利用此時機與其邊境相連接的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與塔爾吉斯克建立良好的周邊環境。另外，西部邊境地區一直存有跨國犯罪事件及民族與宗教極端分子的恐怖事件，也都立即浮現成為中共安全的隱憂。因此，中共竭力與俄羅斯及中亞諸國建立良好關係，以期獲得一個安定的周邊環境。

(二)經濟安全
中國大陸自1993年11月起，由石油淨出口國一舉從石油出口國轉為石油產品淨進口國，時至本世紀初，約有40-45%的石油必須仰國外進口
。目前，中共進口石油主要來源於中東，惟受制於海上交通線的安全問題，加上台海爭端與南海主權爭論不休，中東至中國的海上石油運輸較易受干擾或被切斷。因此如何開發西部地區及解決窮困問題已是中共當前經濟安全問題必須優先思考的問題。
(三)邊疆「民族自決」的安全問題
中亞地區的安全一項被中共視為重要的國防區域，因為中共最擔心的莫過於邊疆少數民族的獨立運動。近年來，新疆的獨立運動更是與「東土耳其斯坦」的獨立運動相互結合，更令中共當局憂心忡忡。從中國大陸西部安全層面分析，中亞地區本身也存在著許多不穩定的因素，例如中亞伊斯蘭極端勢力的橫行，在塔吉克及烏茲別克的伊斯蘭復興組織，經常對當地政府實行恐怖攻擊，對中亞地區的內部安全帶來很大影響。鑑於此，中共當局已將如何防止邊疆少數民族的獨立列為國家安全的首要考量。
中共「新安全觀」中的結構現實主義觀點

一、「新安全觀」與「結構現實主義」的關係

(一)中共「新安全觀」提出的緣由
「新安全觀」是上個世紀末，中共為因應綜合國力快速崛起，其外交與安全政策與其相互配合的新主張。「新安全觀」強調以經濟、科技、社會、文化與環保為主軸的新安全議題。「新安全觀」特別重視經濟安全的重要，中共認為各國應以合作方式，求取共同的繁榮為目標。在「新安全觀」的架構下，中共主張各個國家應爭取的是「共同利益」。而所謂的「共同利益」是以國家利益和安全的經濟要素為基礎，在此兩種利益交叉、融合的過程中，使得國際關係出現愈來愈多共同的利益結合的事例
。它同時是以安全合作、維護地區安定與全球的繁榮與和平的主要考量。因此，「新安全觀」主張在平等、和平的原則下，加強地區和世界各國間不針對第三方的安全合作，其方式包括多邊安全機制、多邊安全對話、雙邊安全磋商、非官方安全對話以及促進經濟利益的融合
。
(二) 「新安全觀」的理論基礎

中共「新安全觀」的戰略思維，是在冷戰後國際格局下所提出。冷戰結束後的國際格局屬於「一超多強」的多極體系，其中大國關係構成分析國際政治的主要框架。其理論的基礎包括：
第一、多極化為一種分析問題的路徑與方法。「多極」代表各個國家必須依靠合作方式才能達成共同目標，應該強調對話、協商以及國際制度的主張與機制的重要性。所以，新安全觀帶有強烈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綜合化的色彩。新現實主義強調安全是一切國際事務的首要目標，而權力的獲得是要為安全而服務。自由主義所主張的是強調國際機制與合作的重要，各個國家都可依照國際規範、建制、規則而達成「合作」與「安全」的目標。所以，中共新安全觀的提出除了傳統以主權為核心不斷追求權力極大化的目標外，他還注重經濟、科技、社會、文化與環境等新安全的問題。所以它具有新現實與新自由主義的內容。
第二、新安全觀的動機是強調「大國關係」的建立。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強調國家的能力之外，更重視一個國家的企圖，唯有在大國的政治格中，才能使大國享有特殊利益的地位。隨著新安全觀的推廣，中共也不斷強調與世界各地區的大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即可看出，其所強調的安全觀，實際上是從其國家利益考量出發，並且帶有強烈現實主義的特色。

綜合上述兩種國際政治的理論基礎，得知新安全觀並非是一個新穎的理論，它是一個既「合作」又「競爭」的綜合性國際關係理論。其重要觀仍無法跳脫以國家為中心的「安全」與「利益」的考量。因此，新安全觀是主張在在平等、和平的原則下，加強地區和世界各國間的安全合作。

(三)「結構現實主義」中的「新安全觀」概念
1.綜合結構現實主義中體系、權力並賦予合作性安全的綜合概念
最早提出「合作性安全」概念的是加拿大外長約翰.克拉克(John Clark)，他在1990年聯合國大會上所發表的概念。合作性安全主要是闡述一種廣泛的安全觀念，在範圍上是多向度的，但過程是漸進的；它是一種包容性而非排他性的安全觀；在成員的組合上沒有限制因素；在衝突議題的解決上強調以多邊方式進行協商，惟國家仍是安全體系中的主要行為者不過也接受非國家行為者的意見
。事實上，合作性安全也是一種集體安全的型態，但它比集體安全的概念更加明晰，因為集體安全在上個世紀實踐的經驗告之，其要具體落實有其窒礙難行的障礙。相較之下，合作安全的概念要比均勢或建立合作性的世界秩序更為有具體的實踐方針。
結構現實主義非常強調體系結構的觀點。華爾志認為國際體系的結構是指諸多國家行為體以自身力量的權力決定在體系中的排列。而在國際體系中，結構是由每個單元（國家）所組成，在形式上每個國家都具有主權平等的權力關係。國際體系中權力分配就決定了國際體系的結構，各部的排列組合的變化會導致結構的變化。至於國際體系的功能則由相同性質的國家經由行為互動體的互動結構而成。由此得知，結構現實主義的安全觀實際上是結合體系與權力的概念，加上結構現實主義特別強調國際事務應以安全為各國追求的最終目標。因此，結構現實主義的安全觀實際上已包含體系、權力與合作的概念於其中。

仔細審思中共的新安全觀，不難察覺實際上它有非常強烈的結構現實主義的概念於其中。例如，中共強調安全的獲得是以合作的方式來獲得，強調安全應以遵守各國獨立平等的原則，各方都應以互利為合作的指導目標等。因此，它的新安全觀雖未如結構現實主義特別強調體系與權力對安全的影響，但其安全的進行也必須在合作之中才是新安全觀所欲達成的境界。
2.新安全觀是「五點和平原則」的延續
中共各時期的領導人一般在談及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自身地位時，大體依循周恩來在1955年萬隆會議所揭示的「和平共處五原則」：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等綱領指示；1990年代以來，無論是鄧小平、江澤民或是現今的胡錦濤的中國領導階層，也大致仍然會奉行該五原則，作為其外交或國家安全的基本主張
。中共和平共處的五原則實際上即是一種「綜合性」的安全觀。

因為， 「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等三項意涵，是以強調國際間每個國家都具有獨立自主的特性，每個國家都應有其主權獨立且不可侵犯的特性；而「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實際上是與保持各國領土主權完整的神聖性不可分割的主張。究其實情，中共和平共處五原則的提出有其時代背景的需要，往往是為因應國際發展趨勢的要求下，希望中國在遭受國際情勢的壓力下，仍能保有其獨立與不可侵犯的權利。此一主張則與古典現實主義或新現實主義的觀點－「有關國家是國際政治的惟一分析單位」的立場是一致的。其次，五原則的另外兩項「平等互惠」與「和平共處」則為自由主義的主張。新自由主義通過以個體主義的國家為思考方向，認為國際事務之間的聯繫由於各個事務領域之間，國與國之間能相互聯繫，並通過多層次的博奕與互賴，可以進行有取有予的討價還價，進而達成國際制度與規則的建立，尤其經由國家間的相互依賴與牽制，更有助於實現合作的可能性。而具體的實現方式即是互惠戰略，所以他們特別強調合作的「制度性」框架
。
中共的和平共處五原則實際上就是現實與理想主義的綜合體。然而，和平共處五原則之首仍是以「國家的獨立自主」與「國家安全」為優先考量的目標。其次，才能談及所謂的「合作性」與「互惠性」。另外，所謂互惠與合作也無法擺脫以單一國家的利益為思考的預設前提。因此，和平共處五原則中的結構現實主義成分仍然居較多的成分於其中。同理可證，中共的「新安全觀」是繼承和平共處五原則的思維而來，它是一個綜合性的安全觀。理論中的合作氛圍仍是以國家的利益作為其優先考量的前提。所以，新安全觀的戰略思維其背後即是結構現實主義的觀點。
「上海合作組織」-中共新安全觀實踐的場域
一、上海合作組織的建立與功能
2001年6月15日，中國、俄羅斯及中亞國家的哈薩克、吉爾吉斯克、烏茲別克等六國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此一組織是通過安全、經濟、貿易、文化等領域進行國與國之間的合作，同時也把中亞區域內的國家緊緊拉在一起
。事實上， 上海合作組織的建立是來自於1996年的「上海五國機制」，而該機制的成立又是為了解決邊境線上領土、犯罪、走私等糾紛。從最初的邊界談判﹐到成立各種安全合作機制，新型安全觀是上海合作組織穩步發展的根本策略，同時也對促進地區的安全與穩定提供了良好的方針
。上海合作組織是經由多年的發展經驗，才逐漸展現出的一個區域性的合作組織。該組織自成立以來，由於中共不斷與各國倡導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型安全觀﹐這種安全觀也是上海合作組織得以成立的基礎。
上海合作組織所能發揮的最大的功能莫過於在安全方面。因為，中亞地區隱藏許多犯罪集團、宗教極端分子及民族獨立分子(中共稱之為「三股惡勢力」)，各個國家對於這三股惡勢力都不甚其擾，因而上海合作組織在安全方面為各國解決不少安全方面的問題。尤其，新疆地區一直是中共邊疆安全最不穩的地帶，地區內的民族獨立份子又在宗教與血緣方面與中亞國家相同，因而在新疆境內，或是在邊境地帶，經常進行暴動，對中共內政安全帶來莫大的威脅。職是之故，中共非常重視上海合作組織的安全功能，近年來多次與中亞國家及俄羅斯進行「反恐」、「反毒」、「反分裂」等軍事演習，對於打擊中亞地區三股惡勢力方面，發揮了極大功效。

二、上海合作組織對中共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如同前述， 上海合作組織是中共維護西疆安全的重要憑藉。對中共來說，中共所倡導的新安全觀更是以此組織作為其實踐的成功案例。中共認為，上海五國機制的精神就是要摒棄冷戰思維，反對強權的政治，以和談協商、不訴諸武力為目標，藉此以達成對話與合作的目標，同時又可以建立相互的信任與了解。此種的安全對話即是滿足多方國家的安全需求，亦為一種新的安全概念
。誠如俄羅斯外交部所言：「上海合作組織的形成和發展實際上是中國與俄羅斯以及其他中亞國家在新安全觀方面的具體實踐，在維護地區和平穩定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也為當前國際反恐合作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近年來，中共無論在國際重要場合上，無不積極參與雙邊國際協定、多邊國際組織，強調「和平發展」重於一切，其中上海合作組織更被中共視為是新安全觀的具體成功經驗。顯而易見，該組織儼然已成為中共順應經濟全球化與倡導世界多極化下推展其為大國的宣傳工具。
尤有甚者，中共以新安全觀為基礎，其外交與安全政策是著眼於維護國家的主權、統一與領土完整，同時將安全政策作為服務中國的經濟建設，以努力確保一個穩定的國際環境，尤其是良好的周邊環境。這一政策有三個目標：一是保持中國自身的穩定與發展；二是維護周邊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三是促進國際安全對話與合作。在維護國家主權和確保發展基礎上，強調對外政策的和平性、軍事戰略的防禦性、國際安全的合作性，承認和尊重世界的多樣性
。 由此得知，中共不斷標榜其新安全觀的卓越性，其著眼點即在於追求國際政治上的大國地位。其次，中共與俄羅斯在2001年及2003年分別在中亞地區舉行過兩次軍事演習，今年(2005)中共北海艦隊又與俄羅斯太平洋艦隊舉行大規模的三軍聯合軍演，從兩國近年來的軍事合作安全來看，中俄雙方都有意以集體安全的戰略思維來應付兩國可能會遭到的安全問題
。所以，從中共的安全觀來看，上海合作組織是中共外交政策推展的重要載台，中共努力的與俄羅斯達成各項合作，以確保中共周邊環境的安全。
運用結構現實主義檢視中共在中亞地區的安全政策

1980年代以前，中共對周邊安全環境的認知，始終採取一種衝突與對抗的方式，企圖化解安全上的威脅，但效果相當有限。改革開放以來，中共不斷調整其外交政策，尤其自1990年代末期以降，中共深知若持續運用對抗方式處理國際間的事務，中共綜合國力的發展將會受到限制，其安全也無法獲得全面的保障。因此，中共對外政策又再次進行調整，其安全方面的策略並朝下列三方向發展：
一、加強與俄羅斯的合作關係以獲取與美國對抗的籌碼
華爾志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下各國所追求的最高目的為安全，而權力的獲取僅為一種手段，因此國家往往會與實力較強的一方合作以求自保
。比較中共在二十一世紀之交的外交決策，不難發現中共自改革開放至1990年代末期之間，其外交政策是朝古典現實主義的觀點發展；努力追求其權力的擴展，並採對抗方式與俄羅斯較勁，以期達成國家的安全的目標。此種模式符合古典現實主義的主張－在無政府狀態下權力的追求才能保障國家的安全
。二十一世紀以降，中共的綜合國力已超越俄羅斯，其在國際間的地位幾乎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大國，然與美國的關係卻存在著競爭關係。反之，中共與俄羅斯都意會到彼此之間惟 有相互合作，才能對美國的獨大心態有所抵制。所以，中俄兩國從本世紀以來，在各方面的合作關係都不斷增強，今年度中俄雙方更舉行大規模的軍事聯盟演習，由此可知，中俄雙方在外交政策上的轉變，可以用結構現實主義的觀點加以解釋。華氏認為體系結構是一套無形的、潛在的限制條件，且可以限制構成員的行為和互動。系統結構對構成員所造成的影響則來自兩方面：一是系統構成員的社會化；其次則是構成員的相互競爭與合作關係
。
中共採取與俄羅斯的合作方式以達成合作的目的，也是受制於體系的結構所促成的。在與俄羅斯合作上藉由經濟、科技、教育、商務等方面的合作，以增強彼此間的默契，並提升了互信合作機制的達成，使中俄之間的未來發展能朝向制度化的方向發展。簡言之，體系結構對中共外交決策的改變，實受之於體系中社會化及競爭兩者所帶來的影響，而中共即是在此種體系結構下，調整外交政策以因應外在的新環境。

二.強化中共在中亞地區的大國角色
胡錦濤在2005年10月28日到30日訪問北韓期間，提出所謂的 「富鄰政策」，此一政策的目的是要讓與中國為鄰的國家也能夠居先富強起來的外交作。當然，富鄰政策不止只是針對北韓，還包括與中國有邊界的、蒙古、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一些中亞國家。因為，這些國家大多是「開發中國家」因而較容易享受到中國的富鄰政策。不可否認，從胡錦濤的意識形態和戰略目標來看，中共在亞太地區儼然已是一個大國，因此可以提供弱小國家適當的幫助
。 

事實上，中共的富鄰政策即為國際政治理論中的「霸權穩定論」的觀點。因為，霸權穩定論的主要論述包括：公共財(public good)、搭便車(free rider)與權力體系(power and system)中權力與系統關係等核心內容，其中又有兩個中心命題：第一、世界政治中的秩序是由一個主導國家所創立；第二、國際秩序的維持需要霸權國家的持續存在
。富鄰政策的目標是要與中共相鄰的開發中國家在受到中共的恩澤後，都能支持中共進而承認中共是地區內的領袖國家。同樣的，結構現實主義認為世界秩序與大國分配世界體系的權力乃為國際體系的主要特色，此觀點與兩派學者的論述如出一轍。有學者甚至認為，霸權穩定論提供了一種以權力為基礎的國際合作觀，同時也訂定了二戰結束以來國際政治與國際秩序的典範。而霸權穩定論實際上即是結構現實主義的一支學派。
結構現實主義的體系理論強調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結構是根據單元之間能力的分配來界定的。能力分配則屬於權力的分配形式，權力分配的變化則會直接導致體系結構的變化。簡言之，國際體系中權力分配決定了國際體系的結構，而各部的排列組合產生了結構，排列的變化會導致結構的變化
。事實上，國際體系中權力分配，即是大國之間的力量分配，不同的國際權力分配型態，即會產生不同的國際結構。中共現今在亞太地區已是一個僅次於美國的大國，而在中亞地區其綜合國力早已超過俄羅斯，他在中亞地區的大國地位也隨著其國力的持續上揚，中共在中亞地區的領導者角色將愈益明顯，因此中共藉由「富鄰政策」在中亞地區的推廣，將可有利於其大國外交政策的推展，更有利於其在整個國際情勢的發展。

三、強化中亞區域組織力量以保護中共西部地區經濟與安全的利益
中共深刻明瞭，要有效遏制新疆地區的分離主義勢力，除了對內採取武裝鎮壓外，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從中亞五國下，較能獲得有效的成果。尤其是與中共接壤的哈薩克、塔吉克與吉爾吉斯的安全合作，才能釜底抽薪從國外根絕分裂主義勢力及打擊恐怖活動。毋庸置疑，中共與中亞國家藉由上海合作組織所簽署的邊境安全協定都一再強調維護雙邊的安全是達成各項發展的基礎，其目的即是在爭取中亞鄰邦的支持，防止新疆獨立。對中共而言，經由國際的談判，和平解決這一地區的宗教、民族衝突，一來可使中亞各國不支持邊疆地區少數民族的分離運動，同時可推動這地區和平、發展、友好、合作等關係，為中共與中亞國家的發展，創造更有利的政治和安全環境。

其次，中共對中亞地區的政策是以經貿為主軸，而發展雙邊或多邊的跨國合作合資企業則是進一步推動中共與中亞國家經貿合作的重要途徑。尤其，中亞國家充沛的能源儲量，對中共西部開發將有極大的幫助，反之中亞各國也迫切需要中國的資源和技術。所以，中共加強與中亞地區的經貿與安全合作，雖有利於整個大西部地區的發展，但也同時必須對這些窮國給予適當的資助，才能對其安全與經濟利益有所助益。

結構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是由功能相同的國家行為互動體構成的，體系結構並非是一個靜態的結構，而是一個動態的，結構可以改變行為體的行為，並且可以改變行為體間的互動結果
。中共不斷強化自己與中亞國家的互動關係，其目的當然是以政治、安全和經濟利益作為考量。因此，當中共力圖想在中亞國際組織中握有領導者的地位時，中亞國家也無形中成為其負擔同時也是鞏固其大國領導地位的基石。

結論

中共的「新安全觀」內容實際上為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混合體，但在實踐層面上新安全觀又較接近結構現實主義的內涵。中共在中亞地區積極推動的新安全觀，究其實際發展的現況極有利於其外交關係的推展。因為，中共在此地區屬於最大的國家，在推展任何政策上，中共都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按照結構現實主義的觀點，中共是此地區權力結構的分配者，當然他所能獲取的安全、政治與經濟利益也會最大。所以，姑且不去爭論結構現實主義在中共外交政策占有多大成份。但從中共在本世紀初最讓其感到自豪的，莫過於其新安全觀能以「上海合作組織」作為伸展舞台，並獲得成功的經驗。
事實上，新安全觀理論的推展，中共真正目的是要降低「中國威脅論」的負面影響，以防止美國在亞太地區干預中共的發展；其次，中共要以上海合作組織的安全模式作為與世界大國建立新秩序的籌碼，以提升中共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因此，中共未來在中亞地區的外交政策，將會持強化上海合作組織的組織功能，並不斷宣揚其新安全觀的效能，以維繫他在中亞地區的領導地位，甚至未來在全球國際體系中能擁有大國地位。

� www.asianews.it/view.php?l=zh&art=3643 - 19k


� 大多數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認為國際關係理論歷經了三次大辯論，第一次是在1930-40年代的「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爭辯；第二次是1950-60年代的「傳統主義」與「行為主義」的辯論；第三次則是1970年代末至90年代間的「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的爭論。參閱Jim Georg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Search for Thinking Space: Another View of the Third Debate, “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No.3 (Sep. 1989), pp. 269-75.


� Wayne S. Cox & Claire Turenne Sjolander,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laire Turenne Sjolander and Wayne S. Cox, eds., Beyond Positvism: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1994), pp. 1-5. 


� Richard Little, “Structuralism and Neorealism”, in Margot Light and A. J. R Groom, Interantional Relations-AHandbook of Current Theory, 1985, p. 74.轉引自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6月），頁120。


�Hans J. Morgi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Knopf, 1978), p.8.;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94.;Stephen Krasner, Structural Conflict (Berk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 28.


�Politics Among Nations: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chapt1.


� Ibid.


� Robert Keohane,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322-45.轉引自邱坤玄，〈結構現實主義與中共外格局〉《東亞季刊》（台北），第30卷第3期，夏季刊，民國88年4月，頁25。


�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p. 79. 


� Ibid., p. 80.


�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胡祖慶譯，《國際政治體系理論解析》（台北：五南，1997年），頁112、118、121。


�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8.


� Ibid, pp. 123-128.


� Ibid., p. 117.


� Ibid., pp. 161-170.


� 參Stanley Hlffmann, Primacy or World Order-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Cold War,(McGraw-Hall Book Company, 1980), p. 109 and p. 188; 轉引自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23-124。


� Shirin Akiner, Ibid, pp.7-8.


� 邢廣程，《崛起的中亞》(香港：三聯書店，1993年1月1版1刷)，頁9。


�孫壯志，〈中亞五國的地緣戰略地位〉《東歐中亞研究》，2000年4期，頁61。 


� 孫壯志，〈國際新格局中的中亞五國〉《東歐中亞研究》，1999年4期，頁60。


� Ross H. Munro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the Competition for Influence Among Neighboring States,” After Empire :The Emerging Geopolitics of Central Asia,(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pp.126-132. 


� 王傳釗，〈美國在中亞：政策、手段及其影響〉《東歐中亞研究》，2000年第2期，頁31。


� 孫壯志，同註22，頁65。


� 徐小杰，《新世界的油氣地緣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社，1998年4月)，頁34~35。


� 張錫模，〈新世紀能源支配權爭奪戰的基本構圖〉《能源季刊》，第27卷1期，民國86年1月，頁6。


�黃仁偉，〈新安全觀與東亞地區合作機制〉《世界經濟研究》，2002年增刊，頁25。


�邱坤玄，〈中共對冷戰後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與新安全觀的形成〉《東亞研究》，第35卷2期,2004年7月，頁22


� 任曉，〈從集體安全到合作安全〉(北京)《世界經濟與政治》，1998年第4期，頁13。


� taiwan.yam.org.tw/china_policy/1997for.htm - 12k


� 大衛.鮑德溫主編，《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浙江：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3月)，頁85-114。


� 陸忠偉,〈歐亞大陸地緣戰略格局演繹及其前景與意義〉《上海合作組織－新巿全觀與新機制》(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年2月)，頁1。


� www5.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SocDigest/ Technology/xhw_2005_11_07_10_41_12_319.html - 46k


�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著，《上海合作組織-新巿全觀與新機制》(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年2月)，頁11。


� www.china.org.cn/chinese/2002/Feb/105653.htm - 23k -


� news.xinhuanet.com/politics/ 2005-11/14/content_3776607.htm - 37k - 2005年11月30日


� 華玉洁，〈上海合作組織：地區安全與經濟進步〉(北京)《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1期，頁60-63。


�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126.


� Kenneth Thompson, Mast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Lousiana : Lous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529-31.


�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75-76.


� www.lundian.com/forum/ view.shtml?p=PS200511040832008992&l=chinese - 23k -


�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34-36. 


� Ibid., p. 80.


�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胡祖慶譯，《國際政治體系理論解析》（台北：五南，1997年6月），頁112、118、121。





PAGE  
第 2 頁，共 13 頁

